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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理中小学教师过重负担有利于为中小学教师营造安心、静心、舒心的从教环境,使其全身

心地投入教书育人工作之中。为了解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的现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全国

15213名中小学教师调查发现,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整体效果不甚理想,主要表现在治理主体对负担治

理政策的认知有待提升,导致政策执行偏差,影响教师负担治理的整体效果。具体而言:中小学教师主观

负担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教学准备耗费大量时间影响负担治理、督检考评类负担治理任重道远。为切实

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提高治理效果,建议:从整体层面明确教师负担治理本质,在强化教师负担治理认识

深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治理政策,提高治理政策的实施力度;在提升教师主观负担治理效果方面,应通

过创建良好舆论环境、采取系列“惠师”措施、营造和谐的人际环境针对性地破解当前教师负担治理中存在

的问题,缓解教师身心压力;在提升教师教学准备治理效果方面,应立足教师主责主业,提高教师专业发展

水平高度;在提升督检考评类负担治理效果方面,应破除中小学教师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壁垒,通过形成“目

标清单、专项清单、责任清单”三位一体的减负清单,强化教师负担的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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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社会性事务过多

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希望能够切实减轻教师沉重的负担[1]。教师负担问题尽管由来已久,却
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教师的要求和期望与日俱增,促使中小学教师的

职责也在不断增加,进而导致中小学教师的负担日益加重,这使得教师负担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

关注。当前,对中小学教师负担现状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多以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工作

任务、自身感受等方面为立足点,明确当前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以此表明中小学教师存在过重

的负担[2]。据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且工作构成与分配不合理,工作任务重且非

教育教学工作过多,其工作量处于超负荷的状态[3]。事实上,中小学教师不仅需要完成与教育教

学工作相关的任务,还需要承担各项评比、考核、报表填写、社会事务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

错综复杂的工作任务赋予中小学教师纷繁多样的工作角色,使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无限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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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观工作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中小学教师普遍具有较为消极的身心体验。客观工作负担与主

观身心负担的双重压力使得中小学教师精神疲惫、心力交瘁,难以专注于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正常的教学秩序和课堂教学活动受到影响,严重影响了教师的本职工作和专业发展。

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教师减负工作中下大力气,将教师减负工作当成一件大

事,这意味着教师负担沉重的问题被纳入专项治理范畴。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当前中小学教师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要“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

营造宽松、宁静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自此,教师

负担问题正式进入国家治理视野。在《意见》颁布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教师减负措施,

推进教师负担的治理。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问题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相关政策措施

的颁布为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提供了依据。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双
减”政策颁布后,部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势必对教师减负产生一定影

响”[4],进而影响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治理。

由上可知,中小学教师存在过重负担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小学教师负担“既减又增”的背景

下,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效果究竟如何? 中小学教师的过重负担究竟有没有减轻? 这些问题

亟需得到研究和回应。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现实基础,对当前中小学教师

的负担治理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明晰当前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实际效果,并针对中小学教师

负担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的过重负担,为中小学教师营造

安心、静心、舒心的从教环境,使中小学教师能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工作之中,以更好地促进学

生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效果测度设计

为了解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的现状,编制《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调查问卷》,采取分

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治理现状进行调查。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形成

首先,初步编制问卷。通过查阅、分析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已有研究文献,初步了解我国中小

学教师负担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教学调查项

目[5](TeachingandLearningInternationalSurvey)、英国教育部组织开展的英国教师工作负担调

查[6](TeacherWorkloadSurvey),初步确定中小学教师负担包含主观负担和客观负担两个方面。

随后,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家以及各个省市出台的中小学教师减负相关政策文件,

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同时,咨询、访谈中小学一线教师和相关专家21人①,了解中小学教师负

担的实际情况,厘清中小学教师的权利与职责,细化中小学教师的主观负担和客观负担。中小学

教师的主观负担是由过重的客观负担所引起的一种主观感受,可划分为身心负担、主体施压和工

作认知三个维度。中小学教师的客观负担是一种由实际工作所带来的客观存在的负担,包括教

育教学类负担和非教育教学类负担两个维度。基于此,确定问卷的初始题目,形成初始问卷《中
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调查问卷》,共包含36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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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含15名中小学一线教师,6名相关领域专家。其中,中小学一线教师均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3年以上的教师,且对《意

见》、“双减”政策颁布前后的教师负担变化感知明确。相关专家为长期从事教师教育工作且具有教授职称的高校教师,对教师负担具

有深入的研究。



其次,对问卷进行初测。在初测阶段,先将问卷发放给之前咨询和访谈过的中小学一线教师

及相关专家进行测试,对于他们认为表述有误或可以合并的题项进行修改,最终保留31个题项。

此后,采取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向中小学教师共发放问卷356份,回收335份,剔除无效问卷

35份,最终保留有效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为94.10%,有效回收率为84.27%。数据录入后显

示个别被试数据存在缺失值,于是采用均值对其进行替换。其中,所有反向题均进行反向计分处

理。为了检验问卷的信效度,使用SPSS21.0对问卷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信度检验和探索性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主观负担和客观负担两个子问卷各题项的区分度较好,但在探索性因子分析阶

段存在因子得分较低的题项,故将此类题项删除。经删除后,问卷共包含28个题项,主观负担问

卷和客观负担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611、0.808,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34,

信度良好。

最后,形成正式问卷。经过对问卷的初测、修改后,形成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正式调查问卷。

正式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包含教师的性别、年龄、教龄、职
称、学历以及任教学校的类型等背景信息。第二部分为教师减负效果问卷,共28个题项,包含主

观负担、客观负担两个部分。其中主观负担包含身心负担、主体施压和工作认知,每个维度各2
个题项。客观负担包含教育教学类负担和非教育教学类负担两类,前者共8个题项,后者共14
个题项。同时,教育教学类负担可进一步细化为本源性负担和衍生性负担两类。本源性负担指

与教师本职密切相关的工作所产生的负担,主要包含教学准备、课间答疑、作业批改等方面;衍生

性负担指由教师本职工作衍生而来的负担,主要包含教师专业发展、职称评定以及家校沟通等方

面。非教育教学类负担指与教师本职无关的工作所带来的负担,主要包含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
会事务进校园、相关报表填写、抽调借用师资力量等方面。第三部分为教师工作的基本情况及对

减负的建议,包含教师进行延时服务、家校交流、用于工作的时间和对减负的看法等。
《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计分方式,从“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分别计为“1分”~“5分”。在调查问卷中,第7、8、9、10、11、12、13、14为反向题,其结

果均进行反向处理。
(二)调查对象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对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三个阶段的教师进

行问卷调查。通过线上电子问卷与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问卷18709份,剔除无效

问卷3496份,有效问卷为15213份,问卷有效率为81.31%。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

息如表1所示(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从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地区、学校所在地、年龄、教龄和任

教学段等方面来看,被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整体结构较为合理。
表1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①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4153 27.30
女 11058 72.70

地区 东部 5067 33.31
中部 5513 36.24
西部 4633 30.45

学校所在地 市区 5024 33.03
县城 3843 25.26
乡镇 6345 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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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年龄与教龄不满整年的按照整年计算。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年龄 30岁及以下 3567 23.46
31~40岁 4501 29.60
41~50岁 4840 31.83
51岁及以上 2298 15.11

教龄 5年及以下 3585 23.57
6~15年 3398 22.34
16~25年 4470 29.39
26年及以上 3757 24.70

任教学段 小学 8970 58.96
初中 4144 27.24
高中 2099 13.80

  (三)问卷信效度检验

在正式问卷回收后,本研究利用SPSS21.0进行信效度分析。首先,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α值分析问卷信度。结果表明,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8,主观负担、客观负

担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6、0.891。总体而言,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其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效度。分别对中小学教师的主观负担和客观负担问卷

进行效度分析,得出其KMO 值分别为0.789、0.922,这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

据问卷的原有维度划分,分别指定因子个数为3和2,采取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转轴后主观

负担和客观负担中相关因素的联合解释变异量分别为82.224%和47.935%,且各维度题项分布

符合原有题项划分。因此,可以认为本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三、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效果测度分析

对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的测度分析主要围绕教师负担治理的整体效果、教师主观负担

的治理效果和教师客观负担的治理效果展开。其中,教师客观负担治理效果的测度分析又包含

教师的教育教学类负担和非教育教学类负担治理效果的测度分析。
(一)政策认知有待提升,执行偏差致整体治理效果不甚理想

通过数据分析(见表2)发现,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的整体得分较低(总体均值为2.73,

低于3.00),说明中小学教师负担整体治理效果不佳。其中,中小学教师客观负担治理效果的均

值得分略高于主观负担治理效果均值得分(2.76>2.63)。
表2 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均值分析

变量 主观负担 客观负担 整体负担

均值 2.63 2.76 2.73
标准差 0.84 0.61 0.58

  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整体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治理主体对教师负担治理政策缺

乏系统认识,以至于引起政策执行偏差,从而影响教师负担的治理效果。

其一,对《意见》的可行性认识有待提升。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一般包含“适当(Appropri-
ate)、可能(Possible)、可行的(Feasible)和可行性实验”四部分[7]。“适当”主要指政策方案的完

整性以及政策方案与社会互相适应的程度;“可能”与“可行的”主要指政策实施的条件,即技术层

面的可操作性;“实验”指对不确定的方案进行验证。就《意见》来看,在可行性的“适当”方面,《意
见》中所规定的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内容以与教师本职工作无密切关系的客观负担为主,尤其

是以非教育教学类工作所产生的客观负担为主,而对主观负担和由教师承担的教育教学类工作

所导致的客观负担的治理涉及较少。这会导致地方政府、学校等主体在治理教师负担时,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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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仅关注到《意见》中所提到的与教师本职工作无密切关系的客观负担,而忽略没有提到的其

他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负担的治理效果。同时,就《意见》与社会的适应性而言,国

家层面认为治理中小学教师的过重负担是民之所向,只有中小学教师的过重负担得到缓解,才可

能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教育教学工作,进而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减少社会、家长

因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问题所产生的焦虑感。然而,部分学校和家长并不关心教师负担是否过重、

是否需要治理,只关注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可行性的“可能”与“可行的”方面,《意见》中所规

定的非教育教学类工作大多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街道或社区强制摊派的与教师主责主业无关的

事务。中小学校往往因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街道、社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

通过制度约束将这些与教育教学工作无关的事务分配给教师,导致教师不敢对外来的无关事务

说“不”,从而使治理教师负担的政策文件在学校层面可操作性不强。在可行性的“实验”方面,

《意见》中尚未涉及,这就给予各主体充分的验证发挥空间,使其各自按照自身的想法进行实施。

由此可见,《意见》尽管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相适应,但在政策方案的完整性、可操作性及实验

方面略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教师负担治理政策的执行偏差,从而影响中小学教师负担

治理的效果。

其二,“土政策”尚未真正发挥作用。“土政策”指“地方或组织根据上级的方针性政策或根据

自己的需要,结合本地区或组织的实际状况和利益而制定的一套灵活、可变、可操作的社会资源

的再控制与再分配准则,而这套准则对其他地方或组织没有效果”[8]。可见,“土政策”实际上是

对上级方针政策的补充。在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过程中,尽管各地在《意见》的引领下纷纷出台

以减负清单为主的“土政策”,但大多是对《意见》的重复表述,内容较为泛化和模糊,并未充分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对《意见》进行细化和补充。同时,尚有一些地方或部门为规避治理风险和治理

职责,往往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制定“土政策”,使得《意见》在落实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土政

策”的功效不能有效发挥,进而影响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实际效果。

(二)多方主体共同施压,主观负担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小学教师主观负担来源于身心负担、主体施压和工作认知三个维度。对这三个维度进行

均值分析(见表3)可以看出,中小学教师的主观负担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且在“主体施压”维度得

分较低,这说明中小学教师在主体施压方面仍具有较重的压力。
表3 中小学教师主观负担治理效果均值分析

维度 题项 题项均值(标准差) 总体均值(标准差)

身心负担

主体施压

工作认知

职业性生理疾病 2.48(1.30)
职业性心理疾病 2.60(1.27)

自我施压 2.51(1.09)
外界施压 2.49(1.09)
工作热情 2.44(1.06)

工作成就感 3.25(1.07)

2.54(1.20)

2.50(0.99)

2.85(0.91)

  本研究请被调查教师将自身感受到的来自不同主体的压力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

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可以发现,39.91%的中小学教师将“学生”排在了来源主体的第一

位,44.21%的中小学教师将“学生家长”排在来源主体的第二位,36.46%的中小学教师将“领导”

排在来源主体的第三位,而同事、家人分别在排序第四和第五的占比最高。由此可见,除了来自

学生本身的教育教学压力之外,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同事以及家人等也从不同的角度给教师带

来不同程度的压力,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教师负担,从而影响中小学教师主观负担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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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小学教师负担来源主体的排序及比例

首先,学生家长让渡权力,教师责任无限扩张。从学生家长层面来看,部分家长受到自身文

化水平、职业等的限制,期盼子女在文化享有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参与上远远超越自己,因此便对

学校教育怀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9]。在这种态度下,家长对学校教育存在较大程度的依赖,且
对教师给予极大期望,将本属于自己教育权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让渡给了教师,甚至“很多学生家

长也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完全推归给教师”[10]。家长对教育权的让渡,导致教师的责任无边界

地延伸,教师不仅需要承担教育学生的近乎全部责任,还需要承担学生的安全、发展等责任,这使

得促进学生成长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在教师身上[11]。如此一来,家长对学生发展的要求就会转移

到教师身上,从而使教师产生较重的身心负担。

其次,学校领导效益至上,引发教师负担持续加重。当前教育领域的“评价方式仍以考试分

数和升学率为主,尽管新高考改革强调‘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但‘一考定终身’和‘唯
分数’录取的方式没有彻底改变”[12]。而学校对效益的追寻一般主要体现为学生的学业成绩,那
么如何通过学生的学业成绩实现学校效益呢? 学校对教师教学成绩的评判标准往往以学生的学

业成绩为主要依据,一些学校领导在以结果为导向的目标驱动下片面追求学生的学业成绩,将教

师的绩效、职称评定等与其教学成绩挂钩[13],以实现学校的高升学率和高优秀率。如果中小学

教师的教学业绩不尽如人意,致使学校的升学率和优秀率不佳,往往会直接影响该教师的绩效和

职称评定,这无疑也会加重教师的身心负担。

再次,学校同事内卷竞争,导致教师身心俱疲。当学生学业成绩好坏成为衡量教师教学质量

高低的主要标准时,教师因为担心学生成绩不理想就会出现同行之间的竞争,出现抢课、占课、加
班等内卷现象。尤其是在考试前,这种内卷现象更加严重。这就导致中小学教师不仅在工作中

超负荷运转,还时刻处于紧张的同事关系之中,陷入过度劳累和身心疲惫的情境。

最后,教师与家人关系紧张,引起工作与生活失衡。除了前已述及的学生家长、学校领导、学
校同事外,有71.83%的中小学教师将家人排在负担来源主体的第五位,说明家人也在一定程度

上给教师带来了负担。实际上,教师负担的持续加重,使得许多教师需要将部分工作带回家中,

长此以往便会影响教师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使其无法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导致教师在工

作与家庭之间分身乏术,从而给教师带来一定的主观负担。通过访谈相关教师发现,在与家人相

处的过程中,经常在家中完成工作会引发教师与家人之间的争吵,给教师带来紧张的家庭关系。
(三)教学准备耗费时间,自身发展受限影响负担治理效果

根据调查结果(见图2)发现,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类负担的治理效果不甚理想。相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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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衍生性负担治理效果的均值得分高于本源性负担治理效果的均值得分(3.00>2.79)。在本源

性负担的治理效果方面,教学准备的均值得分最低,这表明中小学教师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进行教学准备,尤其是“双减”政策颁布后,延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小学和初中教师的

负担。

图2 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类负担治理效果均值

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各地积极落实课后延时服务,尤其是提供课后服务的小学,其放学

时间不仅由以前的15:30—16:00延长至17:30—18:00,甚至还会更晚,而且课后服务的内容也

更加多元、丰富[14]。在中学阶段,教师本身就有较长的工作时间,而“双减”政策又要求提升初中

阶段学校的课后服务水平。这些规定使得中小学教师在完成基本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花

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开发具有吸引力和创新性的课后服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无法保

障教师合理的休息时间[15],导致教师准备教学活动的时间延长。有调查表明,在“双减”政策实

施后,75.50%的教师认为其负担加重,教师的工作量和压力增加,且学校课后服务成为教师主要

的压力来源[16],教案考察、教学设计、教学研究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师进行教学准备的

时间。

教师之所以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其自身

专业能力不足,致使教学准备低效,从而导致本源性负担治理效果较差。这种教师专业能力发展

受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师的专业学习时间有限。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教师必须不

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持续完善知识结构、努力增强专业本领,成为终身学习者,以适应社会的高

要求和时代变化。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部分中小学教师需要具备强有力的专业能力

以支撑创新性较强的课后服务活动,但是大量与专业发展无关的工作任务挤占了教师的日常时

间,使得教师无暇顾及自身的专业成长。长此以往,中小学教师容易在工作中形成机械思维,丧
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创新追求,从而有意“离线”,回避教育教学事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失去生

机和活力,以官僚和非理性权威的角色在灌输书本知识”[17]。二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支持形

式化。罗伯特·艾森伯格(RobertEisenberg)和罗宾·汉丁顿(RobinHuntington)提出了“感谢

组织支持”这一概念,“感谢组织支持”指员工对组织是否支持其职业发展所产生的主观感受[18]。

尽管学校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给予外部环境支持,但往往是通过较为形式化的培训来提高教

师专业发展能力。这种形式化的外部支持不仅不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还会导致教师丧失

对专业发展外部支持的希望,致使教师缺乏应对本源性负担的能力,使得很多教师缺乏相应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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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热情、专业知识和相关能力[19]。由上可知,专业学习时间有限以及专业发展的外部支持形式

化,可能会导致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能力无法获得有效提升,使其在面对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时不知

所措,从而耗费其进行教学准备的时间和精力。这潜移默化地增加了中小学教师的负担,进而影

响教师负担治理的效果。
(四)留痕工作形式多样,督检考评类负担治理任重道远

对比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类负担中“督检考评、社会事务、表格填写、抽调借用”四个维度

的均值分数,发现其在“抽调借用”“社会事务”维度上的得分较高,在“表格填写”维度上的得分次

之,在“督检考评”维度上的得分最低(见图3)。这说明在《意见》颁布后,抽调借用、社会事务类

负担的治理效果较好,表格填写类负担、督检考评类负担的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教师仍需做许多

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表格填写类、督检考评类工作。

图3 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类负担治理效果均值

进一步对中小学教师督检考评类的负担进行分析,发现中小学教师需要做大量的“留痕”工
作,其形式多种多样。“留痕”工作负担较重可能与教师工作中重留痕的形式主义工作方式息息

相关。为追求相关政绩,应对上级检查,一些中小学校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认认真真走形

式、扎扎实实走过场,注重中小学教师工作中的“留痕”,并将“留痕”工作作为判断教师工作成效

的依据,甚至将其与教师的绩效、职称评定等挂钩。具体而言,中小学教师的“留痕”工作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字材料“留痕”。这主要指中小学教师往往需要以文件、档案、纲要、会议记录等文字

材料应对上级部门和学校的督检考评。上级部门和学校的督检考评工作通常具有严格的规范和

程序,教师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搜集、总结、汇编各种文字材料,导致教师缺乏足够的时

间专心致志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中,消磨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二是,图像“留痕”。这主要指的是中小学教师需以图片、视频等方式对会议、比赛等各种活

动过程进行“留痕”。此外,部分中小学校将“以图片代替活动、以文字材料落实精神、以新闻稿件

取代任务完成”当作工作方式,通过“有照片可拍、有材料可依、有亮点可说、有特色可写”的方式

加强“留痕”工作的深度,但并不关心实际的工作效果,以及是否会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由于这

些“留痕”工作与教师的绩效、职称评定等方面息息相关,迫使教师不得不通过“留痕”的方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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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展示自身的工作参与。也就是说,不论教师是否愿意,都必须在工作中随时“留痕”,从而形成

事事拍照、处处截图、做事录制视频、件件形成材料的工作习惯,“拍照片、写台账、剪视频”等“留

痕”工作成为其工作的一部分。由于一些中小学校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过分注重留痕行为,导致

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留痕”上,“留痕”工作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进而弱化中小学教师

负担的治理效果。

四、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改进路径

基于上述对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效果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整体效

果不甚理想:在主观负担治理效果上,“主体施压”维度最差,且施压主体主要来自外界;在客观负

担治理效果上,教育教学类负担维度下的“本源性负担”中的教学准备治理效果最差;非教育教学

类负担维度下的“督检考评类负担”中的“留痕”工作治理效果最差。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负担治

理的效果,应立足当前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现状,从以下五方面改进。

(一)明确负担治理本质,强化教师负担治理认识深度

对中小学教师负担进行治理,首先要明确治理的“负担”是什么,以此厘清教师负担治理的本

质,提高治理主体对教师负担的认识深度。前已述及,中小学教师负担包含主观负担和客观负

担。过重的非教育教学类负担导致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增加了教师

的教育教学类负担,使教师的客观负担变重,客观负担的加重进而会导致中小学教师产生较大的

主观压力。可见,客观负担的减轻有利于主观负担的减轻。因此,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应主要治

理客观负担,尤其是与教师本职工作无直接关联的非教育教学类负担。基于此,中小学教师负担

的治理亟需明确教师负担治理的本质,做到“有减有保、合理适度”。

所谓“减”,指减轻教师的非教育教学类负担。以此将时间还给中小学教师,使其拥有充足的

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教育教学本职工作,能够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安心成长,从而“认识到自身生

命的意义是对教书育人的追寻,进而将自身生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职业使命中”[20],避

免沦为“学校中的社会工作者”。所谓“保”,指肯定教师教育教学类负担的必要性。为了更好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明确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推卸的教育教学职责和专业发

展职责,以此督促中小学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更好

发展。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并不是让中小学教师没有负担,而是要理性认识教师负担,在“有减

有保”的基础上,确保教师负担维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上。“作为一名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必须

承担适度负担,这是职业的要求,也是教师的使命。”[21]合理、适度的负担有助于教师明晰自身的

工作职责和使命,提升教师在工作中的自我效能感。

(二)完善相关治理政策,提高治理政策实施力度

政策是“政党或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纲领和任务而作出的关于行动方向和准

则的指导性、规范性的规定”[22]。《意见》的出台,是国家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而作出的相关规

定。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意见》,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应完善相关治理政策,并建立行之

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有效提高治理政策的实施力度。

一是完善相关政策内容,提升可行性。针对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不甚理想的现状,应进一步

根据《意见》完善相应的政策内容,明晰中小学教师负担的具体类型、表现方式以及治理措施,使

其更具体、更完整,以提升相关政策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避免因政策认知偏离所导致的执行偏

差问题。二是发挥“土政策”的补充功能。一般而言,政策包含总政策和具体政策,其具体政策就

是适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地方的行动准则,它受总政策制约并服务于总政策。事实上,“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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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体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能够结合当地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治理情况,对《意见》进行补充

和细化,进而引导、改善和规范当地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治理进程,提高治理效果。三是建构全程

化的政策实施监督评估机制。通过建构全程化的政策实施监督评估机制,对中小学教师减负政

策实施过程进行全程化的数据搜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分析中小学教师负担治

理的实际情况,了解地方及组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执行偏差,及时发现教师减负政策实

施过程中的不足和薄弱之处,针对性地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中小学教师负担治

理取得实效。

(三)关注教师主观感受,增强教师主观负担治理强度

前已述及,外界主体施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小学教师主观负担的治理效果。因此,学生家

长、学校应关注教师主观感受,改变对教师已有的异化观念,增强教师主观负担治理的强度,以此

缓解教师主观层面上感受到的压力,为其创建良好的身心环境。

首先,创建良好舆论环境,激发教师工作热情。一是通过舆论引导,改变学生家长对教师的

过高期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将高学历、重点学校学历当作最基本的筛选标准,而筛选

的结果又会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产生显著影响”[23]。在这种筛选标准下,家长期盼学

生取得优异的成绩以进入更好的学校,进而倒逼学生通过学习以考取重点学校,以期将来能获得

良好的社会地位。而学生的学习离不开教师的引导,这就使得家长将对学生的殷切希望转移到

教师身上,导致教师背负较重的负担。因此,应利用媒体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家长正确看

待学生的成绩,避免家长将对学生的期望转移到教师身上,从而减轻因过重的不合理期望所带来

的教师负担。二是通过舆论引导,改变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机制。不少学校除了将职称评审、绩效

等与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成绩紧密挂钩,还将其与非教育教学类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关联,使

教师需面对教育教学类任务和非教育教学类任务的双重压力,导致教师产生较重的心理负担。

基于此,应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引导学校以恰当、合理、多元的方式正确评价教师,建立起

“多主体、多元化的教师评价考核机制,从评价机制层面为教师减压释重,有利于使教师成为有自

我觉知的鲜活的生命体”[24]。特别是在进行职称评定时,应以教师的主责主业为标准,将与教师

本职工作无关的非教育教学类事务清理出评价范畴,系统建构能反映中小学教师工作过程和实

际情况的多元评价体系,体现“教书”和“育人”的双重属性,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障

评定过程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其次,采取系列“惠师”措施,缓解教师过重身心负担。“惠师”措施指针对教师存在的主观负

担,采取一系列的缓解措施,以减轻教师的主观身心负担。如学校定期为教师提供体检服务,帮

助教师缓解颈椎病、肩周炎等职业疾病,提高教师的身体健康水平;成立教师关爱服务中心,定期

安排心理辅导人员对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教师调整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使其保持积极健康的

心态;配备相应的文娱设施,如提供可用于教师减压的健身房、休息室等专属场所空间,开展联谊

会、运动会、团建等文娱活动,使教师在休闲娱乐中能够放松身心,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最后,营造和谐的人际环境,改善不良的交往关系。良好的人际环境有助于减轻教师的主观

负担,缓解教师在工作中的人际压力。因此,中小学校在进行校园建设时,应注意营造以关怀为

核心的人际关系,给予教师一定的人文关怀、发展支持以及福利待遇等[25],促使教师将其转化为

对学校、学生以及自身发展的动力,从而促进教师和学校领导、同事以及学生之间建立和谐的人

际关系。同时,加强学生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的家校关系,

进而减少来自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不合理期待和压力。

(四)立足教师主责主业,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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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双减”政策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类负担。那么,在
《意见》要求对教师进行减负与“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师实际增负的背景下,如何做到既平稳推进

“双减”政策,又能实现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呢? 事实上,《意见》主张减轻的是中小学教师的

非教育教学类负担,使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立足主责主业,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而“双减”

政策的工作目标指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这对教师的专

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意见》与“双减”政策均立足教师主责主业,以教师的专业发展

为联结点,通过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实现教师负担治理效果的提升。具体而言,可从如下三方

面着手。

首先,增加教师专业学习时间。为提高中小学教师自如应对教育教学类负担的能力,需保障

其具有充足的时间用于专业学习。为此,可明晰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以“工作时间+弹性时

间”的方式增强教师在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工作时间”指教师必须在校的工作时间,“弹性时

间”指教师可自由支配的工作时间。两种时间相互衔接,既能保证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又可为教师提供合理的专业学习时间,以此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其次,满足教师个性化的专业发展需求。“未来的教师都将是终身学习者,是精神生活的富

有者,他不仅应有强健的自然生命力,同时有旺盛的精神生命力———学习的需要、信心与能

力。”[26]可见,教师专业发展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尊重不同教师的个人发展意愿,为教师提

供“与自身特征和需求紧密结合,能发挥自身主动性、合作性的专业发展活动”[27]。事实上,不同

学段、不同教龄、不同学科的中小学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发展需求,应根据不同教师的专业发展

需求,针对性地为教师制定个性化的发展方案,使教师的专业学习符合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需要

和时代要求,不断促进教师个性化发展。

最后,建立教师专业发展的数据团队。在智能时代背景下,教师的专业发展可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为其提供条件支持,以数据团队的方式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数据团队注重以数据贯通教师

专业发展的全过程,它具有完备的实施程序,包括从问题、愿景、数据、信息、氛围、结论到行动,以

至教学改进的结果过程,其重点均是专业发展,特别是数据的使用和改进[28]。数据团队是教师

专业共同体的高级形式,主要由领导者、参与者、观察员、记录员、计时员和数据分析员组成。其

中,领导者担任教师专业指导者和对话促进者的角色;参与者主要通过搜集教师的数据资料进行

分享、呈现、聆听和询问;观察员把握教师专业研讨的整个过程,使其聚焦于问题核心;记录员记

录整个研讨过程;计时员负责时间的把控;数据分析员则提供与数据有关的信息,如数据资料的

搜集、可视化的结果分析等[29]。以数据团队的形式,开展教师专业活动,有助于促进不同类型、

不同层级教师之间的交流,形成多元化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员和

技术支持,以推动教师专业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使其能更得心应手

地应对本职工作。

(五)破除形式主义壁垒,形成减负清单提高治理成效

过分注重以“留痕”为主的工作方式使中小学教师疲于应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自身的

本职工作,而“留痕”工作的本质在于过度形式主义。为此,可通过形成“目标清单、专项清单、责

任清单”三位一体的目录清单的方式,坚持既注重形式又注重实质的评价原则,破除中小学教师

工作中过度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此提高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成效。

一是构建“目标清单”。通过目标清单的形式,明晰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整体治理思路。凡是

被列入目标清单的非教育教学类事务,需经审核登记后再实施;凡未列入目标清单的非教育教学

类的事务,则不得实施。尤其是将非必要的督检考评类、各种会议等形式主义工作剔除清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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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源头上将中小学教师从形式主义的留痕工作中解脱出来,以此减轻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

当然,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文件,制定非教育教学类工作的总目标清单,然后各中小学

校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形成个性化的清单。

二是构建“专项清单”。通过专项清单,针对性地破解形式主义工作负担。专项清单是对目

标清单的细化和延伸,它详细规定了不同种类形式主义工作负担的治理方式。针对不同阶段、不
同种类的形式主义工作,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笼统治理方式,需根据不同学段教师的任务特点,

针对性地进行精准治理,严格地控制教师参与各类形式主义工作的总量和频次,避免干扰正常的

教育教学活动。如在形式主义工作负担总清单中,可依据具体内容形成“‘留痕’工作”“无关检

查”“行政会议”类的专项分清单。

三是构建“责任清单”。通过责任清单,明确不同主体在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治理中的职责。

形式主义工作是“重形式轻实绩”的表面做法,它需层层递进、循序渐进地进行治理。因此,责任

清单需明确规定中小学教师形式主义工作负担治理的目标、边界等。面对种类各异的形式主义

工作,可通过责任清单清楚地界定各治理主体所应承担的治理职责及职责边界,以此理顺形式主

义工作治理过程中的职权关系,避免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工作交叉、缺失、遗漏等问题,使形式主义

工作的治理职责落实到个人,真正做到有主体可依,彻底破除中小学教师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壁垒。

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长期的工作。根据对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现状调

查,发现其治理效果不甚理想。基于此,我们应辩证地认识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秉持遵循教育

规律、立足教师主责主业的治理理念,思考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本质,做到“有减有保、合理适

度”。进而在相关治理政策的完善下,针对性地治理中小学教师的主观负担、教育教学类负担和

非教育教学类负担,切实提升中小学教师负担治理的效果,缓解中小学教师的过重负担,为中小

学教师营造安心、静心、舒心的从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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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MeasurementandImprovementPathwaysofWorkloadManagementfor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

ZHANGJiajun1,2,YANJunzi2,HANShuo2
(1.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Effectivemanagementoftheheavyworkload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sessentialincreating
acomfortable,focused,andconduciveteachingenvironment,allowingthemtowholeheartedlyengageintheireducation-
alresponsibilities.Tounderstandthecurrentsituationofthegovernanceeffect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
teachersburden,astratifiedrandomsamplingmethodwasadoptedtoinvestigate15,213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
teachersacrossthecountry.Itwasfoundthattheoveralleffectofthegovernance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
teachersburdenwasnotsatisfactory,mainlyreflectedinthefactthatthegovernancesubjectscognitionoftheburden
governancepoliciesneededtobeimproved,leadingtothedeviationofpolicyimplementationandaffectingtheoverall
effectofteacherburdengovernance.Specifically,teacherssubjectiveperceptionoftheeffectivenessofworkloadman-
agementisnotentirelysatisfactory.Thetimeconsumedbyinstructionalpreparationadverselyaffectsworkloadman-
agement.Themanagementofsupervisoryandevaluativeburdensremainsachallengingtask.Inordertoeffectivelyre-
ducetheburdeno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andimprovethegovernanceeffect,itissuggestedtoclarify
theessenceofteacherburdengovernancefromtheoveralllevel,furtherimprovethegovernancepoliciesandenhance
theimplementationofgovernancepoliciesonthebasisofstrengtheningthedepthofunderstandingofteacherburden
governance.Intermsofimprovingtheeffectofteacherssubjectiveburdenmanagement,weshouldsolvetheexisting
problemsinteachersburdenmanagementbycreatingagoodpublicopinionenvironment,adoptingaseriesof“benevo-
lentteacher”measures,andcreatingaharmoniousinterpersonalenvironment,soastorelieveteachersphysicaland
mentalpressure.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teachersteachingpreparationgovernance,weshouldempha-
sizethemainresponsibilityofteachersandimprove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Intermsofimprovingthegov-
ernanceeffectoftheburdenofsupervision,inspectionandevaluation,theformalisticbarriersintheworkofprimary
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shouldbebroken,andtheburdenreductionlistof“targetlist,speciallistandresponsibil-
itylist”shouldbeformedtostrengthenthegovernanceeffectofteachersburden.
Keywords: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teachersburden;burdengovernance;reduceteachersburden;measurement
ofgovernance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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